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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重生：新质生产力如何重塑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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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现代化经济体系转型升级的关键引擎，新质生产力对于破解企业复苏难题

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尽管既有研究聚焦企业成长的前置动因，但针对困境企业如何借助新质生

产力突破发展桎梏的理论探索仍显不足。本文利用2011—2022年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新质生

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有助于提升困境企业的价

值创造能力，助力困境企业破茧重生；高管研发背景所产生的“能力适配”以及政府补贴所产生

的“资源赋能”将强化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突破

式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与扁平化组织变革是新质生产力助力困境企业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关

键机制。异质性分析显示，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创造效应在民营企业、高科技行业以及数字化发

展水平较高区域的困境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突破传统要素驱动范式，将能力适配与政府激励

纳入新质生产力演进分析框架，验证了技术赋能、资源编排与组织变革的核心路径，不仅弥补

了企业成长与复苏理论在阐释新质生产力要素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不足，也为困境企业在复

杂环境下的复苏过程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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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在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双重背景下，许多传统企业面临产能过

剩、技术迭代滞后、生产要素成本攀升等多重压力。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近五年我国工业企业

亏损面持续维持在17%—28%区间，其中上市公司中被实施特别处理（ST）的企业数量年均增

长10%，折射出微观主体在价值创造能力方面存在结构性困境。这种生存困境不仅威胁区域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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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稳定，更可能通过产业链传导引发系统性风险。

学者们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提升路径的探究长期局限于环境适配与结构优化等静态

要素视角。环境适配路径聚焦于外部环境与企业被动适应的互动关系，如行业竞争格局

（Park和Mezias，2005）、政治关联（姚珊珊和沈中华，2016）及政府扶持（He等，2019）等对资源获

取的作用；结构优化路径则关注内部存量资源的配置效率，涵盖财务韧性（李哲和何佳，2006）、
规模效应（Brink等，2018）以及股权治理结构（章铁生等，2018）等对组织韧性的影响。这些研究

为理解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路径提供了理论基础与经验证据，但却忽略了以数字技

术驱动、创新要素集聚和人力资本升级为内核的新质生产力，正成为突破传统增长范式的重要

引擎。它既打破了环境适配路径的被动性，又超越了结构优化路径的静态性，通过融合技术赋

能、组织变革与人力升级为困境企业构建全新的价值创造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导向，强调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与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重塑发展动

能，标志着生产力重构已从企业自发行为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性工程。在此背景下，探究新

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的赋能机制，不仅关乎微观主体的可持续发展，更是实现经济动

能转换的关键命题。

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新质生产力对新兴企业的促进作用，对处于经营困境的企业关注

不足。学术界关于新质生产力能否助力企业破茧重生仍存在争议，部分学者强调新质生产力通

过“降本增效”重塑企业竞争力（Zhao等，2025），但亦有学者基于资源基础观提出“技术诅咒”假
说，认为困境企业有限的现金流难以支撑长周期的技术投入，可能加速资源耗散（Beladi等，

2021），培育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技术投入可能加剧困境企业的财务脆弱性。实际上，困境企业通

常面临财务流动性危机与技术代际落差的双重脆弱性，这为检验新质生产力的“创造性破坏”
效应提供了典型场景。当企业陷入经营困境时，新质生产力究竟是困境企业的“救命稻草”还是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重要议题。另外，尽管早期研究多遵循创

新理论框架，将新质生产力所衍生的生产要素创新视为外生冲击（Aghion等，2021），但随着数

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学者开始关注其与高管主体、外部资源体系的协同演化机制。比如企业通

过吸纳具备研发背景的高管促进组织生产要素的优化与创新；政府通过专项补助、税收优惠等

政策工具为企业提供资源支持，助力其技术升级与能力建构。然而，高管技术黏性与外部资源

注入向困境企业价值创造的传导效率尚未得到充分验证，在高管能力适配与外部资源赋能的

异质性情境下，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的激活机制是否存在边际效应差异？该问题仍未得到系

统解决。

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利用2011—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得到以下研究结论。第一，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有助于提升困境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助力困境企业实现破茧重生。第二，

高管能力适配将强化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效应，随着高管研发能力的

提升，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赋能效应显著强化。第三，外部资源注入会强化

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效应，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

业价值创造能力的赋能效应显著强化。第四，突破式创新、资源配置效率与扁平化组织变革是

新质生产力助力困境企业提升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机制。第五，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于困境企业

价值创造能力的赋能效应呈现组织、行业及区域层面的异质性，在民营企业、高科技行业以及

高数字化水平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效应更为显著。本文将新

质生产力纳入衰退企业复苏研究框架，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对企业价值创造的赋能逻辑，通过

解构三重中介机制揭示新质生产力重塑企业能力的内在路径，为困境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

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破茧重生：新质生产力如何重塑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65



 二、  理论与假设

（一）文献与理论

本文以动态能力理论为分析框架，阐释新质生产力赋能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内在机

理（Teece等，1997）。动态能力是企业系统性地整合内外部资源、重构技术功能与组织技能以应

对环境变化的核心能力，Teece（2007）将其细分为感知（sensing）、捕捉（seizing）和转化

（transforming）三个层面，其竞争优势逻辑与新质生产力的赋能路径高度契合。本文认为，新质

生产力的培育过程，本质上是激发和驱动企业系统性构建感知、捕捉与转化三大动态能力，以

适配技术经济范式深刻变革的过程。

首先，新质生产力所内嵌的数字技术渗透，增强了困境企业对环境变化与技术机会的感知

能力。Teece（2007）提出的感知能力不仅包括对组织内外部环境变化的感知、内部经营活动风

险因素的识别，同时涵盖对技术环境突变的识别、顾客需求的技术响应，这与新质生产力的数

字技术驱动内核高度契合。其次，新质生产力所倡导的要素创新性配置与资源编排，有效提升

了困境企业捕捉与重组资源的能力。动态捕捉能力强调突破传统业务边界、探索新型增长路

径，这为解析新质生产力的资源编排能力提供了理论工具。新质生产力要求困境企业超越静态

资源配置思维，通过动态捕捉能力重构资源组合：如利用开放式创新网络集聚资源，或通过平

台化模式整合供应链闲散产能。这种资源配置的优化不是简单的要素叠加，而是基于动态能力

的“机会识别—资源整合—价值创造”过程，是动态能力理论中资源重构机制在新质生产力场

景下的具体应用。最后，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组织敏捷性与开放性，直接推动困境企业为维持

动态匹配而进行持续转化的组织能力。Teece（2007）强调的转化能力，要求企业通过组织结构

重构、决策机制优化适应环境变化，这与新质生产力通过组织变革重塑内生动力的逻辑形成理

论呼应。新质生产力驱动的组织变革并非单纯的结构调整，而是以动态转化能力为基础的系统

革新，当企业陷入资源约束时，转化能力强的组织能更快地将决策系统与管理层级融合，降低

科层制带来的响应延迟，这正是新质生产力通过组织变革释放动能的理论路径。

可见，新质生产力以技术创新为先导，强调新型要素对传统要素的超越，而动态能力理论

的“感知—捕捉—转化”框架恰好为解析这一过程提供了动态视角：技术赋能对应感知层的环

境适配，资源编排对应捕捉层的机会开发，组织变革对应转化层的系统重构。

（二）研究假设

1.新质生产力与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企业困境是一个动态累积过程，表现为绩效持续下滑与资源基础恶化。在此过程中，企业

的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活跃度显著降低，资源利用效率远低于最优水平。本文认为，困境企业

的僵化状态导致其难以通过传统路径实现价值创造，亟须通过新质生产力重构资源结构与能

力体系。依据动态能力理论，这一重构过程本质上是企业系统性构建感知、捕捉与转化能力，以

适应并引领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过程。

首先，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增强组织感知能力，助力困境企业突破效率瓶颈、重构竞

争优势。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有助于赋能企业动态感知并快速响应前沿技术革新浪潮。

这一能力表现为对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发展趋势的精准预判与敏锐识别，进而使企业

不仅能提升信息处理与智能决策效率（Dubey等，2021），更能主动驱动生产流程的数字化与智

能化转型，最终促成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革，实现生产效率的实质性跃升。这种被强化的感知

能力使困境企业能够打破认知局限，识别并投身于突破式创新的机会窗口。比如通过将高新数

字技术深度融入生产运营，困境企业可以重塑业务流程、组织结构与商业模式，开辟新的价值

创造路径。另一方面，在增强的感知能力驱动下，困境企业可依托新质生产力重构研发资源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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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优化创新要素组合，实现从“技术模仿”到“自主创造”的根本性跃迁，进而构筑差异化竞争

优势，最终实现价值创造能力的系统性提升。

其次，新质生产力通过优化资源编排升级组织捕捉能力，破解困境企业资源利用低效难

题。这一先进生产力体系以资金、技术、知识、数据等多元化资源为基础，其实质是赋能企业将

感知到的机会转化为资源行动的组织化过程。在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中，企业不仅能够精准

识别外部资源价值，更能通过动态配置与重组机制实现资源效能最大化，这直接对应并强化了

动态能力中捕捉机会所需的资源重构能力。对于资源匮乏的困境企业而言，这一特性更具战略

价值（Morrow等，2007）。在资源获取、整合与再配置过程中，新质生产力驱动企业以数据洞察

和市场导向为基准，高效导入稀缺要素、深度盘活存量资产，并实现跨领域资源的创造性融合。

这一资源管理机制不仅打破了困境企业的效率瓶颈，更通过持续优化资源组合，将其捕捉战略

机会的能力转化为切实的价值创造能力。

最后，新质生产力通过驱动扁平化组织变革保障企业转化能力，进而重塑困境企业内生发

展动力。转化能力强调组织为维持动态匹配而进行的结构性调整（Teece，2007）。新质生产力对

敏捷响应、快速迭代的内在要求，直接推动企业从传统科层制向敏捷柔性的结构跃迁。通过建

立扁平化结构压缩决策链条，并形成跨部门协作机制（戚聿东和肖旭，2020），困境企业显著提

升了将前端感知与资源捕捉转化为内部协同行动与创新成果的效率。同时，与之匹配的开放创

新文化激发了组织的学习潜能。这种结构与文化的协同再造，能够帮助企业将捕捉到的市场信

号与技术迭代趋势深度融合，并迅速转化为重构业务流程、优化资源配置的具体行动。这一过

程不仅推动企业形成对环境变化的弹性适应能力，更促使其从被动的响应模式转向主动的进

化模式，最终转化为可持续的竞争优势。

综上，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强化感知能力，依托资源编排升级捕捉能力，借助组织变

革提升转化能力，最终助力困境企业重塑发展动力。可见，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本质上是企

业构建和提升动态能力以应对困境、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本文据此得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有助于提升困境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2.新质生产力价值创造效应的情境机制

作为一种新型先进的生产力形态，新质生产力为困境企业带来了破局机遇，但困境企业的

两大独特属性构成了其赋能价值创造落地的核心障碍：一是能力刚性使其无法有效承接新质

生产力的培育需求；二是资源约束使其难以保障新质生产力培育过程所需的持续资源投入。这

两大属性既是困境企业区别于非困境企业的本质特征，也是新质生产力价值创造效应释放的

主要制约因素。本文认为，高管研发背景与政府补贴激励是破解上述障碍的核心抓手：高管研

发背景聚焦能力短板，通过“能力适配”强化新质生产力对动态能力的构建效率；政府补贴激励

聚焦资源约束，通过“资源赋能”为动态能力构建提供资源支撑。

（1）能力适配：高管研发背景的调节作用

新质生产力的有效实施高度依赖企业对外部知识资源的整合能力，这一过程涵盖识别前

沿技术、消化复杂知识、应用创新成果三大维度（Cohen和Levinthal，1990）。困境企业因其知识

吸收与转化能力的结构性不足，容易陷入能力与情境适配难题，当技术迭代速度超过组织学习

曲线时，技术需求与吸收能力间的鸿沟会显著放大（Teece，2007）。由此产生的技术识别失准与

知识转化迟滞将导致新质生产力难以转化为实际价值创造动能。在此情境下，具备高校、科研

机构或企业研发部门任职经历的高管团队成为破局核心。

高管研发背景的核心价值在于，以低成本、不可替代的方式破解困境企业的“能力—情境”
适配难题，其调节机制深度绑定新质生产力对动态能力的构建过程。感知能力方面，研发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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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拥有的隐性技术知识库与跨组织学术网络，可帮助困境企业识别技术瓶颈与创新机会，弥

补其因资源匮乏、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导致的感知偏差，让新质生产力的技术赋能更精准。捕捉

能力方面，基于高阶梯队理论（Hambrick和Mason，1984），研发经历塑造的技术风险偏好使高

管能够敏锐洞察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价值，突破短期主义桎梏，将有限资源优先配置于新质生产

力培育，优化新质生产力驱动的资源编排效率，破解困境企业资源配置低效的痛点。转化能力

方面，研发背景高管更加熟悉技术成果转化流程，可推动企业建立适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技术

落地机制，加速将感知到的技术机会与捕捉到的资源转化为实际创新成果，强化动态能力的运

作效率。反之，若脱离困境企业场景，非困境企业可通过市场化方式补齐能力短板，高管研发背

景的不可替代性大幅降低。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高管研发背景在新质生产力与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起到调节作用，随着高

管研发背景的加强，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效应显著强化。

（2）资源赋能：政府补贴的调节效应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需长期投入智能设备、高端人才、知识产权等专有资产，其高固定成本

特性会加剧困境企业的资源约束。一方面，困境企业绩效下滑、现金流紧张，无法自行承担新质

生产力培育的初始投入；另一方面，陷入困境意味着企业信用评级低、经营风险高，因而难以通

过银行贷款、股权融资等市场化渠道获取资金，进而导致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创造效应受阻。在

此情境下，政府补贴成为平衡企业短期生存与长期发展的关键变量。

本文认为，政府补贴有助于破解困境企业的资源约束陷阱，为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动态能力

构建提供资源与制度双重支撑。在感知能力方面，政府补贴的直接注资为困境企业提供无息资

本（Bronzini和Piselli，2016），可定向用于技术调研、前沿学习等活动，帮助企业感知技术革新浪

潮，弥补因资源匮乏导致的感知能力不足。在捕捉能力方面，政府补贴以政府信用为背书，向市

场传递明确的政策支持信号，发挥杠杆效应吸引银行信贷、风险投资等资本流入，拓宽资源获

取渠道，为新质生产力驱动的资源编排（稀缺要素导入、存量资产盘活、跨领域资源融合）提供

资金保障，破解困境企业资源获取难题。在转化能力方面，政府补贴的跨期平滑功能（卞元超和

白俊红，2021）促使企业将资源从短期经营向长期研发创新转移，无需过度担忧短期盈利压力，

保障新质生产力从技术机会到价值成果的转化效率，强化动态能力的持续迭代。需要指出的

是，这种资源约束陷阱是困境企业的核心痛点，而非困境企业资金储备充足、融资渠道通畅，无

需依赖政府支持即可保障新质生产力培育。若脱离困境企业场景，政府补贴的资源补充与信号

传递效应会大幅弱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政府补贴在新质生产力与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起到调节作用，随着政府补

贴的增加，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效应显著强化。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2011年至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实证依据，数据主要来源于

MAR数据库。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本文对初始样本进行如下筛选：将金融保险类公司予以剔

除，以此消除因行业财务结构存在特殊性而引发的估计偏差；剔除关键财务数据缺失程度较为

严重的公司，以保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借鉴贺小刚等（2017）的方法，本文以Altman的Z指数

作为界定困境企业的主要标准。该指数通过综合多项财务指标来评估企业的整体经营与财务

风险（Altman，1983），其数值越低，表明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的可能性越大。依据Altman（1983）的
经典划分，Z值小于1.81被视为“困境区”，该标准在后续研究中被广泛采纳（杨婵等，2023）。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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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本文将Z值小于1.81的企业判定为困境企业，并据此筛选出8 359个有效观测值作为研究样

本。在模型检验前，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做提前一期处理，以缓解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引发的内生

性问题。另外，为减少极端值对分析结果产生的潜在干扰，本文对存在异常值的连续变量实施

了在1%和99%分位数位置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测量

1.被解释变量：价值创造能力（Valuecreat）
参考Morrow等（2007）的研究，本文将价值创造能力界定为企业针对客户需求所提供的解

决方案能够超越同行竞品，确保或增强企业的长期盈利潜力，同时为企业的投资者带来超出预

期的财富增长的能力。借鉴Morrow等（2007）的方法，本文采用基于指数收益率计算的詹森指

数（Jensen）来评估困境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这一选择主要基于詹森指数能够综合多个竞争

优势维度来衡量公司价值，从而反映投资者可能获得的超越预期收益的潜力。具体而言，詹森

指数越高，意味着困境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越强。

2.解释变量：企业新质生产力（Newpro）
本文借鉴宋佳等（2024）的研究思路，基于生产力二要素理论，结合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中

的作用与价值，构建了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见表1）。指标测算采用熵值法，实证回归时，为消

除数值量级差异的影响，将企业新质生产力测算结果放大1 000倍后纳入模型。
  

表 1    新质生产力指标体系

因素 子因素 指标 指标选取说明 权重

劳动力

活劳动力
研发人员薪资占比 研发费用中的工资薪酬/营业收入 26

研发人员比例 研发人员数/员工人数 2
高学历人员占比 本科以上人数/员工人数 3

物化劳动
（劳动对象）

固定资产占比 固定资产/资产总额 1

制造业费用占比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
销+减值准备−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支付给
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工资）/（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

计+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减值准备）

1

生产
工具

硬科技

研发折旧摊销占比 研发费用中的折旧摊销/营业收入 24
研发租赁费占比 研发费用中的租赁费/营业收入 13

研发直接投入占比 研发费用中的直接收入/营业收入 27
无形资产占比 无形资产/资产总额 1

软科技
总资产周转率 营业收入/平均资产总额 1
权益乘数倒数 所有者权益/资产总额 1

新质生产力 100
 

3.调节变量

①高管研发背景（RDExp）。参考徐梦等（2024）的研究，本文首先将高管团队中曾从事研发

活动等技术类工作（如担任过工程师、主持或负责技术与产品开发等活动）的成员界定为有研

发背景的高管，然后统计企业当年研发背景高管人数，以其占高管团队总人数的比例衡量高管

研发背景。②政府补贴（Subsidy）。借鉴蔡庆丰和舒少文（2024）的研究，本文以政府补贴/企业营

业总收入的比值来衡量政府补贴强度。

4.控制变量

本文还在模型中控制了以下变量：①企业年龄（Firmage），即企业成立的年份至当期的存

续时间；②企业规模（Firmsize），以公司期末总资产来衡量，并取自然对数；③两职兼任

（Duality），如果企业的CEO同时担任董事长，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④两权背离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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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iation），即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所有权比例除以控制权比例；⑤独立董事比例（Inboard_r），
以独立董事人数占董事会总人数之比进行测量；⑥高管团队人数（Tmt_num），以剔除独立董事

及未领取薪酬的董事、监事、高管人数之后的董监高人数测量；⑦股权集中度（ShareC），以赫芬

达尔指数计算出公司前十大股东的持股集中程度；⑧期间费用率（Salef），以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与财务费用之和除以营业收入所得的比值来衡量；⑨经营杠杆（Operalev），计算公式为：（净

利润+所得税费用+财务费用+固定资产折旧、油气资产折耗、生产性生物资产折旧+无形资产

摊销+长期待摊费用摊销）/（净利润+所得税费用+财务费用），用于表示风险水平的财务指标；

⑩各地区的市场化指数。此外，本文控制了年份与行业虚拟变量。

 四、  实证分析

（一）回归模型

为了揭示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以及相关的调节效应，本文构建了

如下待检验的模型。

Valuecreati,t+1 =α0+α1Newproi,t +α2RDExpi,t +α3S ubsidyi,t +α4RDExpi,t ×Newproi,t+

α5S ubsidyi,t ×Newproi,t +α6Ci,t +Year+ Ind+εi,t
（1）

Valuecreati,t+1

Newproi,t RDExpi,t

S ubsidyi,t Ci,t

Year Ind εi,t α1

α4 α5

式（1）中的 为被解释变量，表示困境企业 i在 t+1期的价值创造能力；

为解释变量，表示困境企业i在t期的新质生产力； 为调节变量，表示困境企业

i在t期的高管研发背景； 为调节变量，表示困境企业i在t期的政府补贴； 为控制变

量； 为年度固定效应， 为行业固定效应； 为残差项。 用来分析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

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 和 分别用于分析高管研发背景、政府补贴的调节作用。所有回归

均在公司层面进行个体聚类标准误调整，以处理潜在异方差与自相关问题。

（二）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结果表明，样本中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均值为

−0.0214，标准差为0.3506，说明企业间的价值创造能力差异较大，两极分化明显。新质生产力

的均值为5.0776，标准差为2.1889，整体离散程度适中。此外，主要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
均小于标准10，排除了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为进一步分析新质生产力与困境企业价值

创造能力之间的关系，下文将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检验。
  

表 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代码 变量含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aluecreat 价值创造能力 8 359 −0.0214 0.3506 −0.8564 1.4106
Newpro 新质生产力 8 359 5.0776 2.1889 1.6450 9.7430
RDExp 高管研发背景 8 359 0.1902 0.1822 0.0000 0.6250
Subsidy 政府补贴 8 359 0.0171 0.2841 0.0000 16.5657
Firmage 企业年龄 8 359 18.8401 5.9963 4.0000 33.0000
Firmsize 企业规模 8 359 22.8505 1.4519 19.7225 26.2979
Duality 两职兼任 8 359 0.1924 0.3942 0.0000 1.0000

Deviation 两权背离程度 8 359 4.0818 7.1558 0.0000 27.8821
Inboard_r 独立董事比例 8 359 0.3751 0.0663 0.2500 0.6000

ShareC 股权集中度 8 359 0.5475 0.1737 0.1631 0.9028
Tmt_num 高管团队人数 8 359 7.3953 2.7780 3.0000 16.0000

Salef 期间费用率 8 359 0.1793 0.1454 0.0137 0.7920
Operalev 经营杠杆 8 359 1.5826 1.0893 0.0000 6.7773

Mkt 市场化指数 8 359 9.4199 1.8648 4.1380 12.8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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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基准回归结果

考虑到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连续变量，根据其分布特征本文选择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进行基本模型检验。表3为基本模型的检验结果，模型1仅包括控制变量，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

上加入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高管研发背景及其与新质生产力的

交互项，模型4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政府补贴及其与新质生产力的交互项。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M1 M2 M3 M4
Firmage 0.0012* 0.0012* 0.0012* 0.0012*

（0.0007） （0.0007） （0.0007） （0.0007）
Firmsize 0.0010 0.0006 0.0004 0.0002

（0.0028） （0.0028） （0.0028） （0.0028）
Duality 0.0032 0.0036 0.0035 0.0039

（0.0103） （0.0103） （0.0103） （0.0103）
Deviation 0.0006 0.0006 0.0007 0.0007

（0.0005） （0.0005） （0.0005） （0.0005）
Inboard_r −0.0397 −0.0382 −0.0386 −0.0362

（0.0553） （0.0552） （0.0551） （0.0553）
ShareC 0.0425* 0.0411* 0.0419* 0.0405

（0.0249） （0.0249） （0.0249） （0.0249）
Tmt_num −0.0011 −0.0012 −0.0012 −0.0011

（0.0014） （0.0014） （0.0014） （0.0014）
Salef −0.0143 −0.0150 −0.0151 −0.0224*

（0.0098） （0.0098） （0.0097） （0.0115）
Operalev 0.0009 0.0006 0.0006 0.0005

（0.0033） （0.0033） （0.0033） （0.0033）
Mkt 0.0017 0.0020 0.0019 0.0020

（0.0020） （0.0020） （0.0020） （0.0020）
Newpro 0.0040** 0.0009 0.0040**

（0.0019） （0.0024） （0.0019）
RDExp 0.0038

（0.0216）
Newpro×RDExp 0.0157*

（0.0094）
Subsidy 0.0180***

（0.0059）
Newpro×Subsidy 0.0043**

（0.0017）
_cons −0.1048 −0.1172* −0.0990 −0.1090*

（0.0651） （0.0656） （0.0663） （0.0658）
F 1.2961 1.5419 1.4448 1.9548
R2 0.2150 0.2153 0.2156 0.2156
N 7 546 7 546 7 546 7 546

　　注：*表示p<0.1，**表示p<0.05，***表示p<0.01，括号内为标准误；模型中已控制年份与行业虚拟变量，
下表同此。
 

表3模型2的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与困境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显著正相关（beta=0.0040，
p<0.05），说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有助于提升困境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假设1得到支持。表3模
型3的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与高管研发背景的交互项显著为正（beta=0.0157，p<0.1），说明高

管研发背景在新质生产力与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高管能力适配

将强化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效应，假设2得到支持。表3模型4的结果表
 

破茧重生：新质生产力如何重塑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71



明，新质生产力与政府补贴的交互项显著为正（beta=0.0043，p<0.05），说明政府补贴在新质生

产力与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随着政府补贴的增加，新质生产力对

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效应显著强化，假设3得到支持。

（四）内生性检验

1.Heckman两阶段检验

考虑到本研究中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偏误引发的内生性问题，比如困境企业是否培育和

提升新质生产力并非随机选择，而是受到企业自身资源禀赋、管理层战略决策偏好、行业竞争

格局等未被完全观测变量的影响。而这些未观测变量很可能同时作用于困境企业的价值创造

能力，进而导致样本选择偏差，干扰核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准确识别。为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Heckman两阶段法进行纠正。

首先，本文在第一阶段构建一个表征企业是否具有高价值创造能力的虚拟变量，若企业的

詹森指数高于中位数则取值为1，否则为0。为有效识别选择方程，本文选取“同年同省份的新质

生产力均值”作为满足排他性约束的工具变量。该变量满足工具变量的基本要求：一方面，同年

同省份的新质生产力均值与单个困境企业自身的新质生产力水平存在直接关联，符合相关性

要求；另一方面，该变量与单个困境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满足外

生性假设，能够有效确保第二阶段估计结果的一致性与无偏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使用Probit模
型对选择方程进行估计，并计算得到逆米尔斯比率（IMR）。在第二阶段，将估计得到的IMR作

为控制变量纳入主回归方程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IMR系数在统计上显著，说明

确实存在样本自选择偏误，而纳入IMR后的核心解释变量新质生产力的系数依然显著且符号

未发生变化，表明在控制该类内生性问题后，本研究的核心结论依然成立（详见表4）。
  

表 4    Heckman检验结果

M1 M2 M3 M4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IMR −0.4644** −0.5339*** −0.5483*** −0.5278***

（0.2003） （0.2000） （0.1997） （0.2000）
Newpro 0.0047** 0.0015 0.0047**

（0.0019） （0.0024） （0.0019）
RDExp 0.0024

（0.0216）
Newpro×RDExp 0.0167*

（0.0094）
Subsidy 0.0176***

（0.0059）
Newpro×Subsidy 0.0041**

（0.0017）
_cons 0.5829* 0.6714** 0.7123** 0.6703**

（0.3040） （0.3020） （0.3019） （0.3022）
F 1.7894 2.1208 1.9892 2.4454
R2 0.2154 0.2159 0.2162 0.2162
N 7 546 7 546 7 546 7 546

 

2.PSM检验

为了控制可能存在的由可观测混杂因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例如，企业规模、资产结构、行

业竞争环境等变量可能同时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水平及其价值创造能力，从而导致核心变量

间因果识别偏误，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对此类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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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本文根据企业新质生产力的综合测度指标，将样本划分为处理组（新质生产力水平

高于平均值的困境企业）与对照组（新质生产力水平低于平均值的困境企业）。然后，选取一组

可能同时影响企业新质生产力与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协变量进行匹配，通过Logit模型估计每

个困境企业的倾向得分，并采用1:1最近邻匹配策略进行样本匹配，以确保处理组与对照组在

所选协变量分布上具有高度平衡性，从而剥离混杂因素的干扰。最后，本文基于匹配后的样本

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各协变量在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的标准化偏

差均显著降低，且t检验结果表明组间差异均不显著，完全满足平衡性假设。PSM检验结果如

表5所示，结果表明，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系数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进

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表 5    PSM检验结果

M1 M2 M3 M4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Newpro 0.0035* 0.0003 0.0036*

（0.0019） （0.0024） （0.0019）
RDExp −0.0027

（0.0223）
Newpro×RDExp 0.0168*

（0.0096）
Subsidy 0.0192***

（0.0054）
Newpro×Subsidy 0.0044***

（0.0016）
_cons −0.1183* −0.1305** −0.1100 −0.1214*

（0.0654） （0.0662） （0.0670） （0.0664）
F 1.3369 1.4586 1.3693 1.9933
R2 0.2138 0.2141 0.2144 0.2144
N 7 198 7 198 7 198 7 198

 

（五）稳健性检验①

1.剔除异常年份观测值

考虑到被解释变量詹森指数的构建以市场模型为基础，而2015年市场股价的剧烈波动可

能干扰对企业真实价值创造能力的衡量；与此同时，2020年公共卫生事件也对企业经营绩效产

生了显著冲击。为了排除上述特殊时期的外生冲击对研究结论的潜在干扰，本文剔除2015年和

2020年的观测值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剔除异常年份观测值后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文

一致，进一步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2.替换被解释变量测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根据以往研究，托宾Q值能够综合反映外部资本市场的股价波动特征与现金流量增长趋

势，该指标不仅可精准刻画企业的短期财务绩效，还能兼顾对企业长期价值的衡量，进而有效

捕捉困境企业所蕴含的成长机会与价值创造潜力，具备作为价值创造能力替代指标的理论合

理性与实践适用性。鉴于此，本文将托宾Q值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结

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另外，作为衡量企业成长性绩效的代表性指标，未来三年营业收入复

合增长率能够综合体现企业战略调整成效、运营效率提升水平与市场拓展能力等维度，是刻画

企业增长速度的动态指标（Damodaran，2012）。该指标聚焦企业长期发展视角，能够捕捉困境

企业实现价值创造跃迁的潜在能力，具备作为被解释变量测量指标的合理性。基于此，本文将

 ①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建议。因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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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未来三年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测量指标开展稳健性检验，结果与前文基

本一致。

（六）机制分析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可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过程本质上是企业系统构建并提升其感知、捕

捉与转化等动态能力，以应对困境并实现价值创造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并非直

接作用于企业价值输出，而是通过若干中介机制实现价值的传导与转化。本文认为，新质生产

力在推动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过程中，主要通过三个核心机制发挥作用。一是依托突

破式创新摆脱传统生产范式的桎梏，以技术赋能强化企业对市场机遇与技术趋势的感知能力，

为价值创造提供技术内核。二是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实现要素的高效整合与动态适配，以资源编

排升级企业对关键资源的捕捉与利用能力，为价值创造夯实资源基础。三是借助组织扁平化变

革重构管理模式与协作机制，以组织变革保障企业将技术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实际价值的能

力，为价值创造扫清制度障碍。借鉴江艇（2022）对于作用机制检验的研究方法，本文重点关注

新质生产力对突破式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和扁平化组织变革这三条路径的影响，并构建如下中

介机制检验的模型。

Mi,t = β0+β1Newproi,t+β2Ci,t +Year+ Ind+εi,t （2）

Mi,t

Ci,t Year Ind εi,t β1

式（2）中的 表示中介机制变量，包括突破式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扁平化组织变革，

为控制变量； 为年度固定效应， 为行业固定效应； 为残差项。 用来分析新质生产

力对中介变量的影响。

1.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机制

本文认为，突破式创新是新质生产力与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的重要中介机制，而这

一过程主要依托于新质生产力对组织感知能力的系统性增强。一方面，新质生产力以技术革命

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为核心特征（任保平和豆渊博，2024），其数

据驱动能力、敏捷研发体系与数字技术生态提升了困境企业对技术趋势与市场机会的识别敏

锐度，从而降低了突破式创新所固有的技术不确定性与市场不确定性。这使资源受限的困境企

业，能将突破式创新从一种高风险的探索转化为更具可行性的战略选择。基于对机会的清晰感

知，新质生产力通过要素跨界融合与创新性配置，进一步赋能企业对内外部资源进行创造性拼

凑与重组，从而为困境企业的突破式创新提供必要的资源基础。另一方面，困境企业往往受困

于既有技术路径依赖与组织惯性，仅靠渐进式优化不仅难以突破能力瓶颈与认知束缚，反而会

使其陷入自我强化的衰退循环难以自拔。因此，企业要实现脱困重生，必须跳出传统发展范式，

寻求根本性变革。突破式创新所推动的技术经济形态演进恰好契合这一变革需求，为困境企业

突破传统壁垒、在新兴领域建立竞争优势提供了契机。并且，突破式创新的产业化落地能够驱

动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发生系统性重塑：既能够催生具有代际差异的产品或服务，直接创造新的

客户价值；更能够推动企业围绕新技术重构商业模式、提升产业链优势（王德胜等，2022）。这一

过程实质上正是困境企业依托新质生产力强化机会感知能力，精准识别变革机遇后，通过突破

式创新将技术潜能转化为可持续竞争优势，在动态能力构建中实现价值创造能力的实质性

跃迁。

为了检验突破式创新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湛泳和马从文（2024）的做法，以企业当年独立

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数量加1后取自然对数来衡量企业突破式创新（RI）。表6模型1的结果显

示，企业新质生产力与突破式创新显著正相关（beta=0.0320，p<0.01），说明新质生产力的提升

可以促进困境企业突破式创新。此外，既有研究证实，相较于渐进式创新，突破式创新对困境企

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具有更为显著的效能。它不仅能帮助企业感知并获取外部知识（Strum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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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Lobo，2015），为价值创造积累关键创新

资源，还能催生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且难

以复制的新产品或服务，直接打造高价值

的核心产出；同时可提升外部投资者对企

业未来价值的预期，吸引更多资金与资源

注入，为价值创造提供持续支撑，进而助力

企业实现长期经营业绩与价值创造能力的

跃升（闫静波等，2023）。由此可见，突破式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困境企业价值创造

能力提升的关键作用机制。

2.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

本文认为，资源配置效率是新质生产力影响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又一核心机制。新质

生产力所内嵌的数据驱动与智能协同机制通过增强企业对资源的捕捉能力，重塑其资源配置

逻辑与效率，从而成为赋能困境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传导路径。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并非新型要

素的简单输入，其核心在于通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算法等智能技术架构，使企业能够对研

发、生产及市场进行实时感知。这直接强化了企业识别、获取并重组内外部资源的能力，使企业

的资源配置决策从依赖经验的粗放模式，转向基于实时数据反馈的精准模式。更重要的是，新

质生产力推动形成的开放性网络使企业能够超越内部资源边界，实现对产业链上下游及创新

伙伴资源的高效协同，极大拓展了资源配置的广度与灵活性。对于资源受限且结构僵化的困境

企业而言，资源捕捉能力的强化具有根本性的脱困意义。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一方面能助力企

业盘活内部沉淀资产，提升其利用弹性，另一方面可敏锐捕捉并快速接入外部的技术、资本与

市场资源。这使困境企业得以突破存量僵化与增量不足的约束，并将其捕捉到的战略性机会与

稀缺性资源转化为高潜力的增长行动。因此，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本质上是困境企业在新质

生产力的驱动下，其整合与重构资源的动态捕捉能力的系统性跃升过程，是困境企业突破资源

约束、实现价值创造跃迁的重要实现路径。

根据Hsieh和Klenow（2009）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是评估企业是否有效利用资源的关键指

标，它体现了企业在投入资本、劳动力及管理等各类要素中所能实现的最大产出成果，能够精

准反映企业资源要素配置的效率与质量。测量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包括LP、OP、FE、GMM和

OLS等方法。考虑到OLS方法计算较为简便且结果稳定，具备较好的稳健性，本文以OLS法测

算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衡量资源配置效率（RAE）。表6模型2的结果显示，企业新质生产力

与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正相关（beta=0.0203，p<0.1），说明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可以促进困境企业

的资源配置效率。另外，既有研究表明，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困境企业打破价值创造困局的核

心关键。一方面，通过对既有资源的重新整合与优化配置，企业能够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削减冗

余成本，从成本管控层面夯实价值创造的基础（Wittig，2017）；另一方面，这一过程能够推动资

源投向与市场需求的精准匹配，助力企业动态调整资源布局以捕捉新兴机会、重塑盈利模式，

从收益增长层面激活价值创造的增量空间（Zhu等，2025）。可见，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是新质

生产力赋能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

3.扁平化组织变革的作用机制

本文认为，扁平化组织变革在新质生产力与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发挥关键的传导

作用，其核心逻辑在于，新质生产力发展所蕴含的形态需求催生了扁平化组织的适配性变革，

 

表 6    机制检验结果

M1 M2 M3
RI RAE FOS

Control YES YES YES
Newpro 0.0320*** 0.0203* 0.0102***

（0.0080） （0.0117） （0.0036）
_cons −1.3040*** −1.7773*** 2.0847***

（0.3033） （0.5514） （0.1208）
F 5.2661 64.0402 34.0195
R2 0.0746 0.4847 0.2193
N 8 359 8 359 8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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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种组织变革能够破解困境企业的组织痛点，进而推动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这一机制

深度契合动态能力理论的“感知—捕捉—转化”核心框架。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本质特征倒逼组织形态向扁平化跃迁。新质生产力以颠覆性技术为

核心驱动力，其培育过程具有技术迭代速度快、市场反馈周期短、跨领域知识共享需求强的特

征。这类特征对组织提出了敏捷响应、快速决策与跨领域知识共享的核心要求：既要能快速捕

捉技术前沿动向与市场需求变化，也要通过缩短决策流程抢占技术与市场先机，更需打破部门

壁垒实现技术、市场与管理的深度融合。传统科层制组织的多层级结构、部门壁垒与集权式决

策模式根本无法适配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要求。与之相对，扁平化组织通过削减冗余管理层

级缩短决策路径，通过打破部门边界、建立跨职能团队强化横向协同与知识融合。因此，扁平化

的组织形态调整是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必然要求，而非被动的组织变革。

另一方面，扁平化组织变革的核心价值在于破解困境企业转化能力薄弱的关键痛点，通过

强化转化能力推动其价值创造能力的跃升。动态能力的转化维度明确强调，组织需通过结构性

调整维持与环境的动态匹配，将已感知的机会与捕捉的资源有效转化为实际成果（Teece，
2007），而困境企业价值创造困局的核心症结之一就是转化能力的缺失。受传统科层制的部门

壁垒、冗长决策流程束缚，其即便能感知新质生产力带来的技术机会、捕捉到有限资源，也难以

将二者转化为实质性创新成果。扁平化组织通过压缩决策链条、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戚聿东

和肖旭，2020），破解了困境企业部门割裂、决策滞后的转化障碍，进而提升了将前端技术机会

与资源投入转化为技术成果产业化的效率。更为关键的是，扁平化组织变革往往伴随开放创新

文化的培育，结构调整与文化再造的协同效应能激发组织的学习潜能，使困境企业不再局限于

被动响应，而是将感知到的市场信号、技术迭代趋势，迅速转化为重构业务流程、优化资源配置

策略的主动行动。这种转化能力的强化不仅解决了困境企业“有机会难落地、有资源难变现”的
核心矛盾，更帮助其形成对环境变化的弹性适应能力，最终实现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

为了验证扁平化组织变革的作用机制，本文参考Li等（2023）的研究，以高级管理者占全体

员工的比例来衡量扁平化组织变革（FOS）。表6模型3的结果显示，企业新质生产力与扁平化组

织变革显著正相关（beta=0.0102，p<0.01），说明新质生产力的提升可以促进困境企业扁平化组

织变革。此外，既有研究表明，扁平化组织变革是驱动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

其核心在于通过缩短决策链条、加速信息流通、强化基层授权等方式，从根本上提升组织灵活

性与创新效率（戚聿东和肖旭，2020）。对于困境企业而言，这种组织模式能够帮助企业更敏锐

地识别市场变化、更精准地调配资源以应对危机，并有效激发内部创新活力，开发破局突围的

关键方案。同时，扁平化结构下的快速决策机制能够缩短试错周期、降低转型成本，推动企业优

化运营效率、重塑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价值修复与跃升（许晖等，2022）。可见，扁平化组织变

革是新质生产力赋能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提升的重要作用机制。

 五、  异质性分析

（一）组织异质性

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作用，在组织层面呈现显著的异质

性，其中产权性质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组织惯性、机制灵活性与目标导

向等方面均存在差异，这些差异直接影响其通过新质生产力实现转型的效果。具体而言，国有

企业通常带有较强的组织惯性与制度刚性，管理层多由行政任命，经营目标兼具经济与社会双

重属性，在面临困境时更容易获得政府支持与政策保护（张天华和张少华，2016）。这些特征虽

然有助于维持稳定，但也可能弱化其通过新质生产力进行根本性创新的内在动力，导致技术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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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与要素重构的进程相对缓慢。相比之下，民营企业机制更为灵活，决策链条短、目标聚焦，因

而组织惯性与变革阻力较低。在经营压力下，民营企业更有意愿主动借助新质生产力挖掘创新

潜力、整合外部资源，并能够更快地将技术动能转化为效率提升与价值创造，从而在转型中表

现出更强的适应性与转化能力。

为了验证产权性质的异质性效应，本文对原假设进行了分样本检验。表7模型1为国有企业

样本，模型2为民营企业样本。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组中，困境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其价值

创造能力不具有显著影响（beta=0.0019，p>0.1）；而在民营企业组中，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

业价值创造能力具有显著的提升效应（beta=0.0038，p<0.1）。
  

表 7    异质性分析

M1 M2 M3 M4 M5 M6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高科技行业 非高科技行业 高数字化地区 低数字化地区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ewpro 0.0019 0.0038* 0.0103** 0.0018 0.0051** 0.0031

（0.0040） （0.0022） （0.0040） （0.0021） （0.0023） （0.0034）
_cons −0.3015* −0.0226 −0.1570 −0.1014 −0.1252 −0.2231*

（0.1641） （0.0669） （0.1301） （0.0811） （0.0822） （0.1340）
F 2.5846 0.7120 2.2739 1.8129 1.2304 1.2083
R2 0.2544 0.2038 0.2409 0.1908 0.2222 0.2212
N 2 805 4 741 2 754 4 792 5 358 2 188

 

（二）行业异质性

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效应存在显著的行业异质性，行业

技术密集度是核心影响因素。不同技术密集度的行业在技术基础、生产模式与创新需求上存在

本质差异，直接决定了困境企业借助新质生产力实现价值跃升的效果。具体而言，高科技行业

本身具备技术迭代快、创新需求高的特征，身处经营困境的高科技企业能够快速适应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要求，通过技术升级与业务转型突破发展瓶颈，有效提升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

进而强化价值创造能力。相比之下，非高科技行业的困境企业受限于传统生产流程与薄弱技术

基础，创新承载力有限，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时面临高昂转型成本与技术适配难题，难以将新质

生产力的发展动能转化为实际价值，因而难以发挥显著的推动作用。

为了验证行业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分为高科技行业与非高科技行业开展分组检验。表7模
型3为高科技行业样本，模型4为非高科技行业样本。结果表明，在高科技行业组，新质生产力对

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beta=0.0103，p<0.05）；而在非高科技行业组，新质

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beta=0.0018，p>0.1）。
（三）区域异质性

本文认为，新质生产力对于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赋能效应受到区域发展基础的约束，

而区域数字化水平是其中关键变量。数字化发展水平直接决定了区域内数据要素的流通效率、

技术转化的基础设施条件以及企业对创新资源的获取能力。在数字化发展水平高的区域，新质

生产力更易通过优化资源配置、重构业务流程、拓展价值网络等路径赋能困境企业，加速其价

值创造能力的修复与升级；而在数字化水平较低的区域，技术转化成本较高、数据共享机制不

畅等问题可能制约新质生产力的赋能效能，导致其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作用被

削弱。

为了验证区域数字化水平的异质性，本文借鉴赵志栋等（2025）的研究，将企业所在省份为

北京、天津、山东、湖北、四川、广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等区域的样本，划为高数字化水平区

 

破茧重生：新质生产力如何重塑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
77



域样本，位于其余省份则归为低数字化水平区域样本。表7模型5的结果表明，在高数字化水平

地区，困境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其价值创造能力具有正向显著影响（beta=0.0051，p<0.05），
表7模型6的结果显示，在低数字化水平地区，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不具有显著

影响（beta=0.0031，p>0.1）。

 六、  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利用2011—2022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探究了新质生产力与困

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的关系，并得到以下研究结论。其一，新质生产力是驱动困境企业价

值创造能力提升的核心引擎，为企业突破发展瓶颈、实现破茧重生提供关键动能。其二，具备研

发背景的高管团队凭借专业知识与创新敏锐度，通过“能力适配”高效推动新质生产力在困境

企业内部的落地与转化，增强其对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效能。其三，政府补贴作为重要的“资源

赋能”手段，能够为企业创新活动注入资源活力，激发困境企业的长期经营导向，进而强化新质

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提升效应。其四，突破式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和扁平化组织

变革是新质生产力助力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关键机制，新质生产力以突破式技术赋能为

起点解决困境企业的效率瓶颈，以资源配置能力为支撑破解困境企业资源约束，以扁平化组织

为根基重塑企业发展内生动力。此外，本文还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影响

的异质性特征：在组织层面，民营资本主导的困境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对其价值创造能力具有

显著正向影响；在行业层面，高科技困境企业能够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快速实现技术升级和业

务转型，有效提升其价值创造能力；在区域层面，在高数字化水平地区，困境企业发展新质生产

力能显著提升其价值创造能力。

（二）理论贡献

首先，聚焦困境企业特殊场景，拓展新质生产力研究的情境范畴。既有研究多聚焦新质生

产力在正常经营企业中的应用（董静等，2024；肖有智等，2024），或从静态视角分析困境企业的

生存策略（章铁生等，2018；Brink等，2018），将新质生产力与困境企业复苏场景结合的研究相

对有限。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论，尝试构建新质生产力与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理论关联，

通过阐释新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资源重构与能力升级的作用机制，不仅拓宽了动态能力理论

在弱势情境下的应用边界，更为理解困境企业如何借助新兴生产力范式突破发展约束提供了

理论解释框架。

其次，突破传统结构性视角，丰富困境企业价值创造的前因变量体系。在困境企业价值创

造能力的前因变量研究中，大多将视角集中于环境适配路径（Park和Mezias，2005）与结构优化

路径（李哲和何佳，2006；Brink等，2018），对新质生产力所驱动的动态能力跃迁机制关注不足。

本文从新质生产力视角出发，剖析其影响困境企业价值创造的深层逻辑，不仅拓展了困境企业

价值创造能力前因变量的研究外延，更揭示了适配困境企业“破局优先”转型需求的独特作用

路径，深化了对弱势企业战略行为背后逻辑的理解。

再者，围绕能力—资源双重约束，完善新质生产力价值创造的边界条件研究。关于困境企

业价值创造的调节效应研究，现有文献多集中于对市场化程度（贺小刚等，2023）、组织产权性

质（闫静波等，2023）、企业成本黏性（徐高彦等，2020）等因素的考察，而对主体能力与政府赋能

权变效应的探讨尚不充分。本文紧扣困境企业“能力刚性”与“资源匮乏”的核心痛点，从“能力

适配”与“资源赋能”出发，将高管研发背景与政府补贴纳入研究框架，实证检验不同情境下新

质生产力对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差异化影响，不仅为理解新质生产力驱动企业价值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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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更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且丰富了新质生产力赋能困境企业价值创造的边界条件体系。

最后，解构新质生产力的过程机制，揭示其赋能效应的异质性特征。本文基于动态能力理

论的感知、捕捉、转化三维度，构建并验证了技术赋能、资源配置与组织变革的作用机制，打开

了新质生产力作用于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黑箱”，不仅弥补了企业成长与复苏理论在阐

释新质生产力要素作用机制方面的研究不足，也为困境企业在复杂环境下的复苏过程提供新

的理论视角。此外，本文发现该赋能效应因组织产权性质、行业科技水平以及区域数字化水平

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为政府与企业制定差异化的困境复苏策略提供决策依据。

（三）启示意义

本文对困境企业发展、企业管理实践及政策制定具有以下启示意义：首先，企业陷入困境

时应将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战略选择，困境企业可通过引入数字化技术重塑生产流程，或重组

内部资源聚焦核心业务，从而打破发展瓶颈，实现价值创造能力的跃升，避免局限于传统降本

增效策略，积极开发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其次，困境企业在管理层选拔与团队建设中，应重视

高管的研发背景与技术专长。具备研发经验的高管更能理解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推动企业内部

创新项目落地与技术成果转化。企业应充实管理层的技术积累，增强其对新质生产力的吸收与

应用能力，提升企业在创新转型中的决策精准度与执行效率。再者，政府应加大对困境企业的

研发补贴力度，完善补贴机制，引导企业树立长期经营导向。补贴政策可与企业创新成果挂钩，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真正激发企业创新动力。同时，政府还需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技术、

人才等创新要素的流动与共享，为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与创新生态，助力

困境企业实现价值创造与可持续发展。最后，政策支持需结合新质生产力赋能效应的异质性特

征，为不同产权性质、行业科技水平与区域数字化水平的困境企业制定差异化复苏策略。

当然，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本文以上市公司中的困境企业样本为研究

对象，这使得研究结论对非上市公司以及初创型困境企业的适用性难以保证，未来研究可尝试

拓展样本范围，结合非公开数据或案例研究验证结论普适性，更全面地刻画新质生产力对困境

企业价值创造的作用机制。另一方面，本文探讨了外部政府补贴、企业高管研发背景对新质生

产力与困境企业价值创造能力之间关系的影响，但是影响二者间关系的其他情境因素还未被

充分挖掘，比如地区文化差异和价值导向等因素的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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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birth from the Cocoon: How do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shape the Value Creation Capabilit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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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Chan1,  Zhu Linghui1,  Chen Xinyi1,  He Xiaogang2

（1.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2. College of Busines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s a key engine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modern economic system,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 hold significant strategic value in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 of
corporate recovery. Although existing studies have focused on the antecedents of firm growth,
theoretical explorations on how distressed firms can break through development constraints by
leveraging NQPF remains insufficient. Using data from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22,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NQPF on the value creation capability of distressed firm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cultivation of NQPF helps enhance the value creation capability of distressed firms and empowers
them to realize a transformational rebirth. The “ability match” resulting from executives’ R&D
backgrounds and the “resource empowerment” generated by government subsidies enhance the effect of
NQPF on the value creation capability of distressed firms. Further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resource allocation efficiency, and flat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are the key
mechanisms by which NQPF boosts the value creation capability of distressed firm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value creation effect of NQPF is more significant in distressed firms dominated
by private capital, operating in high-tech industries, or located in regions with a higher level of
digitalization. This paper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factor-driven paradigm, incorporates ability
match and government incentives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the evolution of NQPF, and verifies
the core paths of technology empowerment,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It not only
addresses the research gap in how firm growth and recovery theories explain the mechanism of NQPF,
but also provides a novel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recovery process of distressed firms in a
complex environment.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istressed firms;  value creation capability;  ability
match;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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